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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执政者需要持续激励工人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的中国和苏联，在政权建立之后所采取的生产激励政策不尽相同。突出特征是，苏联长期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以物

质激励的方式鼓励工人生产；中国时而对工人进行物质激励，时而采取精神激励的策略。本文以计件工资制为中

心，梳理了苏联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差异，对既有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中苏领导人对生产关系结构的认识

不同以及企业管理的实践情况，导致了激励政策的分野。苏联出于巩固政权、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沿袭了

资本主义企业中通用的“泰罗制”，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则力图建立与

公有制性质相适应，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企业管理制度，对于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影响企业生产

管理的计件工资制进行批判，并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对劳动者进行群众性动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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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
计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制，党始终在努力实现数
量目标”（科尔奈，２００７；吉拉斯，１９６３）。而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持续激励工人，提高劳动
生产率。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如何有效激励员工投入工作是一项重要议题，核心就是要解决“委
托－代理”难题，即通过某种制度设计，让作为代理者的员工，在委托人（即资方／管理者）不在场的
情况下也能以委托人的利益行事。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让企
业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变身为“所有者”，能够分享企业利润的剩余索取权，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激
励去控制成本、促进生产；二是实施生产激励手段，将业绩与收入挂钩，以此鼓励员工积极劳动、创
造更多效益。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对工人的“激励困境”：由于无法建立私有产权制度，只
能在收入分配的制度方面进行调整。而在如何设计工资收入的计算方式，根据职工的生产绩效给
予相应回报的问题上，中苏两国采取不同的做法，最突出的差异体现在计件工资制的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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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计件工资制能够使工作者“关心劳动结果，关心自己熟练程度的提高，可以最好地把个
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米瑟斯，２００８），被视为物质激励的一
种表现形式①。相较之下，苏联长期实行计件工资制，以物质激励的方式鼓励工人生产，并宣称“计
划性和物质刺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②。中国则时而对工人进行物质激励，

时而采取精神激励的策略，并几次叫停计件工资制，体现出激励方式的摇摆特征。

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政权在激励方式上所表现出的制度差异？激励方
式的国别差异与阶段性变迁是否有内在逻辑，体现出怎样的政治经济诉求，对于当下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激励制度，具有哪些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苏联、中国的计件工资制度实践过程

自政权建立之初，苏联即开始推行计件工资制。１９１８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劳动纪律
条例》，规定生产定额和计算劳动生产率，试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制。１９３１年４月，为刺激工人
的劳动积极性，苏共中央要求扩大计件工资的实施范围。１９３９年的苏共十八大决议中进一步强
调，必须“在工资方面严格地、彻底地实行对优秀工作者的物质奖励……使计件制与奖励制度更加
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发展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③。到了１９５６年，计件工资的
实施面达到了最高水平，７７．５％的工人按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④。

　　　表１ 苏联企业计件工人比重变动情况（１９２０－１９４１）一览表⑤

年份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６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计件工人比重 １８．３％ ２９％ ４６．５％ ６０．３％ ５６．７％ ５８．７％ ６３．７％
年份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４１

计件工人比重 ６７．８％ ６９．６％ ６９．８％ ７６．１％ ７２．５％ ７３．３％ ７２．７％

从苏联的实践情况来看，计件工资制的实行具有一定的先决条件，采取机器和手并用的劳动
和使用各种工具的手工劳动部门，如机器制造、金属加工、黑色冶金、采煤、造纸等，有８０％以上的
工人按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而在生产高度自动化的部门，如化学、石油行业的仪表、仪器试验员，

基本采取计时工资制，而部分不过于注重产量增加的工种，如司机、司炉、保管员等，也领取计时工
资。１９６０年之后，苏联工厂逐步采用大型联动装置和综合机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机床设备，

扩大流水线和传送带的作业法，改善生产的节奏性，提高质量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意义，“在生产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在它能缩小或者完全消除个别职工对产量增长的影响的地方，会导致
缩小计件工资制的采用范围并扩大计时工资制的采用范围”。计件工人的比重由此降低。１９６２年
计件工人占总数的６０．５％，１９６８年降至５６．６％，已低于１９２６年的水平⑥。尤其是在化学、石油和
电力工业等高度自动化的部门里，仅有２０％的工人按计件制领取报酬⑦。１９７０年代，苏联的计件
工人比重处于５０％左右⑧，１９８０年前后，计件工人比重已经降至４０％，直至解体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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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中国一度仿效苏联，推行计件工资制。１９４８年６月，旅大
行政公署颁布《旅大地区职工会与企业工厂签订集体合同基本要点》，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实行计
件工资制、计件奖励制和计件累进奖励制度。１９５０年，旅大地区７８个企业５０７５７名工人中，有近

７０％的工人按件计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认为这种制度能够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①。１９５１
年召开的全国工业会议提出，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实行计件制②。１９５６年７月，
国务院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要求推广计件工资制。１９５５年，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制的占生产工人
总数的３２．５％，到１９５７年底，这个比例已经升至４２％，总数达３１０多万人③。然而，到了１９５８年，
计件工资制即受到批判，并被全面叫停。１９５９年初，全民所有制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企业取
消计件制的有２３０万人，计件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由４０％降至１４．１％，进而在１９６０年下降到

５％以下（林盼，朱妍，２０１５ａ）④。１９６１年９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颁布，指出工资形式应当按实际情况办事，凡是需要和可能实行计件的，就应当实行计件工资制。
到了１９６３年底，国营企业实行计件制的工人占生产工人总数的比重回升到１９．９％⑤。

１９６６年之后，计件工资制被视作修正主义因素而停止实行。直到改革开放之际，计件工资制
重新得到采用。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改革工资制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
提出工资形式应以计时工资为主，计件为辅。而在１９８０年颁布的《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
中进一步说明，实行计件工资制能够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利于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的发展。从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４年，计件工人的比重从６．７％上升至１６％⑥。在１９９０年前后，有４０％以
上的国企工人按件取酬（Ｋｅｉｓｔｅｒ，２００２；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７）。

二、如何解释收入分配制度的差异？———既有文献的回顾

从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实践情况来看，苏联自建国之初，即确立计件工资制作为主要的工资发
放形式，直至最终解体并未改变，持之以恒地对工人采取物质刺激的策略。而在中国，则几次叫停
计件工资制，推行平均主义色彩浓重的计时工资制度，并多次推行以政治教育的方式，对工人进行
精神激励。为何会出现这种制度差异？对此问题，学界虽然没有做出专题研究，但仍有一些讨论
有所涉及，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聚焦于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力结构对工资制度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倾向于使用

计件工资制、物质激励的一般是生产、行政干部，而强调精神激励的则是党委领导，双方之间存在
竞争关系（Ｓａｂｅｌ，Ｓｔａｒｋ，１９８２）。从中苏两国企业的管理人员情况来看，苏联在工厂中实行“一长
制”，要求厂长对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和所有各项生产任务的完成负有直接责任⑦。党组织则不能
干涉工会委员会和厂长的具体工作（Ｓｔｒａｕｓ，１９９７），导致苏联政党的控制力难以渗透到基层，无法
对工人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物质激励几乎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激励方式。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
期的中国国营企业内，党组织非常稳定，人手充足，大批退役军人和政工干部被派去工厂担任组织
工作，可以对工人进行较好的生产管理和政治教育。除了经济激励之外，精神激励同样能够在工
人生产过程中产生效果（华尔德，１９９６）。有学者总结，苏联的企业中，劳动过程的组织者是技术官
僚，党政官僚是辅助，这种形态保证了计件工资制的实施；而在中国，企业技术官僚的权力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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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计件工资制难以实行，党委、工会等政治官僚代表政党—国家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并通过共
产党所擅长的群众动员、思想改造等方式进行劳动管理（贾文娟，２０１６）。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从苏联、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工资制度的选择并不由企业管理人员所

决定，而是由高层政治领袖所做出的内生选择（Ｍｅｓａ－Ｌａｇｏ，１９６８；思文，罗思高，２００８），企业只有执
行的职责。具体来说，自１９５６年逐步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推行
“厂长负责制”，扩大厂长在生产管理事务中的权限，在近三十年内，中国企业内部党政干部的权限
范围并无太大差异，党委领导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始终掌握着较大的话语权。但是，计件工资制的
实行情况却经历了扩大→叫停→恢复→叫停→恢复的阶段性变化过程。如果过分关注企业层面
的生产体制与权力结构，就容易忽略外部宏观力量的变迁以及这种力量对企业的影响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能够加快速度，实现赶超式发展，必然要对积累和消费的

比例进行调整，两者之间的矛盾“几乎不可满足……国家投资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留
给家庭消费的就越少，反之亦然”（科尔内，１９８６）。中央政府在制定工资政策时，需要整体考虑工
业化的发展基础和原始积累情况：工业基础差，即要求更多的原始积累，分配给工资的基金就少；
反之，一旦建立较好的工业基础，对积累的要求就会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也能增加。计件制容易
造成工资基金的过度开支，不利于工业积累，这是影响决策者制定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马涅维
奇，１９５４；Ｆｉｌｔｚｅｒ，１９８６）。
这里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在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和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原始积累情况究竟如

何。对此问题，学者的统计结果差异较大。一些学者认为，苏联的工业基础明显好于中国。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前，按照工业产品的产量，俄国占世界第五位，其中石油开采量、木材输出量和锯材
的产量占第二位，棉织品产量第三位，机器制造产品、焦炭和砂糖的产量第四位，钢的冶炼量、铁、
铁矿石、水泥的产量第五位。工人、矿工和铁路员工的人数增加到４００万人，雇佣工人总数突破

１２００万。俄国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率为４３：５７（列利丘克，２００４）。而在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工业
基础极差，工业体系不够完备，生产方式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占１０％”（萧冬连，２０１４）。工业基础
的薄弱，使得国家需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与再生产。从实际情况来看，１９５５年中国的积
累率为２４．８％，而在计件制取消之后的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０年的三年内，积累率分别达到３３．９％、

４３．９％、３９．６％。可见，取消计件制的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积累率（胡绳，１９９１；武力、
温锐，２００６）。
对此，也有一些学者统计认为，就苏联的发展基础而言，并不比建国初的中国优越太多。直至

１９１３年，俄国仍是绝对的农业国，多项工业产品的绝对数和人均产量与１９５２年的中国相差无几①。
如发电量的对比，１９１３年俄国总发电量１．９５百万千瓦时，人均１４千瓦时，１９５２年中国是７．３百万
千瓦时，人均１２．４千瓦时；煤炭方面，１９１３年俄国总量２９．１１百万吨，人均２０９千克，１９５２年中国
是６６．５百万吨，人均１１３千克。除了在钢铁的人均产量上，俄国超出中国近１４倍之外，其他几项
指标均无太大差距②。由此可见，除非有更为坚实的数据能够说明，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原始积累情
况远高于中国，有条件使工人获得更多的工资基金，否则仍然无法解释苏联和中国在收入分配方
式上的显著差异。
第三种观点认为，计件工资制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于能否获得一定数量的技术管理人才，制

定有效的定额管理制度，“定额规定得不合理，统计和检查做得不周密，改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人的
劳动组织得不好”，就会造成计件制的有名无实，工资基金超支和产品成本的提高③。苏联在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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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件工资制时，极为注重定额管理，尤其看重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具体事实所做的原始
记录，随时对原始记录的制定和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同时，为配合定额的管理工作，苏联还要求企
业严格整顿成品和废品的统计，制定机器设备专责制。反之，建国初期的中国“高度缺乏受过训练
的工业管理人员……许多企业甚至实行最基本的工资计划也有困难”（华尔德，１９９６），不少企业在
进行定额管理、质量检验和统计记录时，长期存在记录表式杂乱无章、前后不一，工时、产量记录不
实等情况，计件工人收入与劳动工作效率、工种复杂程度等不相吻合（林超超，２０１６）。一旦操作技
术水平较高的计件工资制，不可避免地出现“少劳多得”、部分工人收入增长太快、工人之间收入差
距悬殊等状况，给企业的日常管理造成阻碍。这是取消计件工资制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观点也有问题。在推行计件工资制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考虑到这一情况，因此在
借鉴苏联的计件工资制时做了调整，将苏联广泛推行的累进计件制改为无限计件制，计件单价固
定不变，无论工人生产了多少单位产品，也不管生产的产品数量超过定额多少，一个单位产品就付
给一个计件单价的工资①。这种办法，既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原则，计算又简单，不需要调整定额和
单价，简化了繁杂的工资构成。而在１９６２年之后，上海多个企业推行“半计件工资制”：工人按照
计时工资的办法领取一部分工资，另一部分工资组成计件工资基金，制定计件单价，根据工人完成
合格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来领取，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激励效果（林盼，２０１９）。事实证明，计件工资制
的实施存在大量的调节空间，即使在实践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改良加以调整，并不需
要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面叫停。

上述几种观点虽然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也存在着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本文认
为，讨论中苏两国工资制度的实践差异，应当从执政者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出发，以及计件工资
本身的制度性特征，寻找作为论证依据的蛛丝马迹。

三、中苏异途：对劳动过程和企业管理模式的不同认识

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采取不同的工资制度和激励措施，主要原因是对所有制变革之后，在构
建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方式上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由此导致了企业管理模式的殊途。苏联和中
国的实践，事实上都未按照“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导致生产关系变化，进而出现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理论上的路径而演进。为了解决这一理论与实践中的脱节问题，列宁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１９２３年１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提出了“改变历史顺序”的理论：“首先用革命手
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②。毛泽
东也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
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
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③。换言之，中苏两国领导人均
认可一种观点，即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在改变上层建筑和所有制
结构之后，“再回来补生产力这一课”（孟捷，２０１６；孟捷，赵磊，２０１７）。

问题在于，当所有制的变革完成之后，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劳动过程、设计新型的企业管理模
式，以达到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中苏两国在理念和实践上出现分歧。具体而言，苏联借鉴资本
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尤其是“泰罗制”的推行，以物质激励和计件工资制激发工人的竞争意识和
自利意识，使工人自觉接受管理方主导的游戏规则，保障管理方的权威性。中国则试图“另起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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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重新构建企业组织中的“生产中的关系”，即建立起“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
系”。通过模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加强横向和纵向合作，建立工人参与治理机制，
以求在工人之间、工人和管理方之间构建信任合作基础。而变革分配方式、限制工资差距，扩大非
物质激励的比重，成为改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７９；布若威，２００８）。

（一）用物质激励手段推进生产：苏联企业管理模式的特征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权迅速完成了所有制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

制度。首先，苏联没收了机器、能源等社会生产资料，将其从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私人财产变成
公共财产；其次，苏联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调控生产，具体规定产品的投入产出，采用“物资平衡”
的做法，保证生产的数量与目标相一致，“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
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①；其三，苏联树立“为使用而生产”的目标，宣称生产是为了满
足人民的需要，“由失业和周期性经济萧条所导致的浪费和危机将通过经济计划而得以消除”（科
兹，威尔，２０１５）。
但是，在构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问题上，苏联的探索程度相对有

限。执政之前，苏共缺少经济发展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实践，没有任何可供作为借鉴的企业管理经
验。政权建立之初，苏联处于国内反对势力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内外交困状态，必须尽快恢复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林盼，２０１８）②。在这种情况
下，苏联领导人主动借鉴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生产制度和有组
织有规律的劳动过程的重视和羡慕心理比过去增高了”（布雷弗曼，１９７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列
宁对“泰罗制”的推崇和实施。
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ａｙｌｏｒ）在２０世纪初创造了一整套测定时间和研究

动作的科学管理方法，包括制定标准化作业时间和工作定额，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在管理上引入
分工原理和劳动协作等，通过精确计算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于“泰罗制”的评价，列宁有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１９１４年，列宁在《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
一文中提出，“泰罗制”的特征是，“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付工人的，使他们遭受更深重的
压迫和奴役，并且用工厂内部恰当的、合理的分工来束缚他们”③。而在１９１８年，列宁在《苏维埃政
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重新评价了泰罗制，认为这种制度虽然应用于资本主义企业，但可称之为关
于企业管理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
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他建议在苏联研究与传授泰
罗制④。对泰罗制的推崇延续到了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专门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以满足泰罗制对工人和管理人员技术上的要求（李翔宇等，２０１５）。
在泰罗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企业管理模式，除了倡导技术主导和分工协作，建立严格

的成本核算和专业化管理制度之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广泛实行计件工资制，这是列宁定下的发
展路径，“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
法”⑤。采用计件工资制，主要目的是满足逐年上升的生产指标。在苏联的企业中，影响其生产计
划制定的核心因素是对生产指标的要求。在“强制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企业的生产指标一般根据
上年的生产量进行提升，形成所谓“棘轮效应”：如果企业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那么来年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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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尔奈，２００７）。为了应对逐年提升的生产要求，企业表现出鲜明的“产量焦
虑”特征，尽可能地实现产量增长，而不去考虑收入、利润、成本的条件约束（朱妍，２０１９）。同时，苏
联长期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工人流动率较高的问题，也促使企业依靠物质手段留住工人（Ｆｉｌｔｚｅｒ，

１９８６）。计件工资制由此成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共同认可的分配与激励措施。

为了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苏联还在企业中大力推行累进计件工资制。在累进计件制的框架
内，计件单价随着产量增加而浮动，超过定额的部分，一般按照比原定高出５０～１００％的计件单价
来计算工资，能够保证累进计件工比直接计件工的收入增加近２０％①。１９３６年，４１．６％的工人按
累进计件制领取劳动报酬，这一比例在１９５６年上升到４３％②。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也实行计件工
资，“但通常没有累进计件工资制”（奥尔森，２０１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预算相对较硬，企业
的生产活动以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为了控制工资上涨，资本主义企业一般会严控计件单价，反复
切换工资给付方式③。社会主义企业的预算则是软的，即使出现资金与原料短缺的状况，由于生产
成本的增加可以转嫁给买家或者国家预算，通过与上级政府的讨价还价，谋求更多的资源调节和
分配权力，因此有着足够的激励把生产推进到资源约束限度水平（Ｂｕｒａｗｏｙ，Ｌｕｋàｃｓ，１９８５）。
与物质刺激政策相配套的是，苏联企业底薪制度的执行往往流于形式。奥尔森（２０１４）指出，

苏联往往采取压低底薪，以累进计件工资制作为刺激手段，保证工业建设速度；布若威认为，苏联
式计件工资制有工作保障（终身雇佣）而没有工资保障，与资本主义工资制度有工资保障而没有工
作保障（雇主有解雇权）截然不同（Ｂｕｒａｗｏｙ，Ｌｕｋàｃｓ，１９９２；梁萌，２００７）。在“短缺经济”的影响下，
生产过程中出现原料短缺的现象不可避免，时常出现“不得不停下来”的现象。由于最低工资微
薄，一旦停工待料，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导致多起抗争事件的发生。为此，苏联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开始，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强制执行最低工资，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４０卢布提高到７０卢布
以上，缩小各类人员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差距，累进计件工资制的实施范围降至１％以下（赵玉龄，

１９８７）。

苏联特色的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被认为“是保证苏联人民能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苏联
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米库尔斯基，１９８０），并对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重要影
响。波兰在政权建立之后，实行较大范围的累进计件工资制，某些工种的工人超过定额，甚至可以
获得５０％以上的附加工资（拉科夫斯基，１９８７）。匈牙利通过计件工资制，使劳动者的生产努力能
得到相应的经济报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１９８４）。捷克斯洛伐克在１９５９年工作定
额改革之前，工人收入的７０％以上来自计件工资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各种奖金；而在改革之后，计件
工作在工作小时中所占比重仍近６０％，计件率则有提高，目的在于巩固对工人的物质刺激，保证产
量和生产率的不断上升（塔波尔斯基，１９６５）。罗马尼亚也要求计件工人要占工人总数的７０％以
上，辅之以超额奖金的制度，计件工人的工资要比计时工人高１０％～１５％（约耐斯库，１９６５）。即使
是与苏联交恶的南斯拉夫，同样制定物质激励的工资制度，给予工作成绩优异的工人相应的奖金
和津贴，按照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扩大收入差别（麦克维克，尼尔，１９６３）。

苏联、东欧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对工人有较好的激励作用，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
效果。问题在于，在全面就业、终身雇佣的情况下，除了持续地运用物质刺激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干
劲之外，苏联、东欧的企业并没有其他辅助性的激励手段。在工人看来，既然国家制定的企业生产
指标逐年提升，那么工人的工资收入也需相应调整。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常出现周期性
波动，尤其是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结构性调整和边际效益递减无法避免，企业制度创新、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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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要素市场发展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有待突破，工人收入递增的预期难以实现。同时，在
“短缺经济”的影响下，产量的增长跟不上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据统计，１９２８年，苏联工人每
月平均工资７０．２卢布，个人生活支出是１１．９５卢布，工资是生活费的５．６倍；１９３５年，工人工资提
高到１８５．３卢布，但生活支出达到９６．４２卢布，工资仅是生活费的１．９倍，低于革命前的水平，工资
尽管在不断增长，购买能力却在持续下降①。工人的收入受到短缺经济、生产波动等因素的负面影
响，通货膨胀又造成货币贬值，导致苏联、东欧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形成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社
会矛盾突出的状况，甚至出现苏联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维切布斯克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②等因工
资率和定额的调整而引发的群体抗争局面。

（二）介入劳动过程：建立公有制企业新型管理制度的探索
毛泽东多次表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

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他构想中的社会主义企
业生产方式，“必须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

仅仅将生产资料的产权收归国家所有，是远远不够的（周新城，２０１６）。而对于苏联在企业管理与
生产关系变革探索上的浅尝辄止，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提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人与
人的关系问题，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认为在劳动生产
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③。如
薄一波所言，“只见物，不见人，把物质技术条件的作用绝对化，认为人只能受他的支配，看不见或
者不承认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的错误”④。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企业管理制度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一长制”的态度上。“一长制”的核心
内容是，厂长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进行专责管理，依靠科层化的信息渠道自上而下地传递命令，

与强调党员、干部和工人共同参与、采取积极的群众动员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革命传统显著脱节，因
此遭到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一长制”违背了“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传统”（麦克法夸尔，费正
清，１９９０；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７）。而在革命时期摸索出来的“扁平化管理”经验，成为替代苏联式企业管理
模式的主要选项。所谓“扁平化管理”，即“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
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
样”⑤。“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做法，“让基层的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和监督中来，从而把管理和
监督事务及其成本向下分担。这在另外一个方面避免了所有管理权力集中在管理层手里的弊
端”，使权力和利益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进行相对均衡的分配”，提升总体的管理绩效水平
（田力为，２００８）。

由此可见，世人熟知的“鞍钢宪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先导。“鞍钢宪法”倡导“两参一改三结
合”，要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
人员、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观念与做法，和革命时期的
“扁平化管理”存在较强的延续性，旨在通过“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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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
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①。“鞍钢宪法”的提出，根本上是
希望通过“经济民主”变革生产关系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提高经济效率（崔之元，１９９６）。有学者
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阐明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参与发展进程，要实行发展而不使一个人落伍，要
实现平衡的增长而不是片面的发展”（格利，２０１５），体现出现代管理体系中的参与导向特征，依靠
成员的自我控制和管理，使成员参与组织决策与管理工作，建立共同价值观的信念，与苏联企业借
鉴“泰罗制”而形成的控制导向特征显著不同（张申，２０１８）。

毛泽东对计件工资制的批评，也是站在“构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企业管理制度”的角度加以
展开。他认为“计件工资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
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②。

换言之，计件工资制的问题，并不是这一制度未能起到了激励生产的效果，而是不利于形成互助合
作的生产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有预见。他曾对计件工资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实践情况
进行评论，认为这一制度人为制造出了基于技术水平、性别、年龄、肤色的竞争与分裂，最大程度上
破坏工人的团结③。还有学者指出，计件工资制的实施，会造成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滋长
个体主义，形成群体内部的矛盾分化，每个工人给自己设定的生产目标都是高度个人化的，随其个
体的工作经验、操作能力、工种工序等特征而发生变化（谢国雄，１９９７）。

罗伊（Ｒｏｙ）和布若威曾对美国企业计件工资制的情况进行调研，他们发现，工人时常会在快速
完成定额之后拒绝接受管理者继续派活，声称可不愿意为了这点钱“累断自己的脖子”；他们也会
在即将超额时故意放慢节奏，“磨洋工”，既是为了避免上下游环节对其速度过快产生怨气，也是防
止产出过多导致定额上涨；对于上下游工序或是搭班工友不能完成定额，从而影响了正常生产速
率的状况，计件工人极尽嘲弄，以致反目。同时，当工人试图通过计件工资制获取更多利益时，他
除了努力赶工之外，还会与定额员、计划员等基层技术管理人员讨价还价，以此争取更高的计件单
价，并要求调至更容易超额的岗位（布若威，２００８；Ｒｏｙ，１９５３）。类似的状况在中国的企业里面也
有表现。１９５６年之后计件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个体主义急剧抬头，给工厂的生产管理带来很大困
扰。计件工人的收入过高，使得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之间矛盾重重，时常出现相互指责、互不配合
的情况。计件和计时工人的矛盾，很快又演变成新老工人、低技术等级工人之间的分化，加剧了工
人的内部冲突。同时，工人与基层管理人员的矛盾，也由于计件制的实行而加剧，定额员、工段长
成为“上压、下挤”的“豆饼干部”④，有干部抱怨，推行计件以后，生产上总是调不动人，分配任务一
旦下达，时常受到计件工人的反对⑤（林盼，朱妍，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企
业生产指标和生产能力之间的紧张状态，以及原材料短缺的情况长期存在，使得企业管理者为了
完成生产计划，倾向于通过计件工资制，使工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生产环境下，自主掌控工作进度，

与上下游工友和辅助工自行协调（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７９）。换言之，实施计件工资制的一个结果是，企业管
理者将劳动过程的控制责任让给工人，由其自主地选择工作方式和进度节奏，自负盈亏、自助自
控。这种状况对于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非
常不利。

可见，计件工资制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人的碎片化、原则化，竞争性个体主义支配个体行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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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共同利益和阶级意识在现实中难以形成，这是计件工资制虽然能够起到较好的生产激励效果，
却在毛泽东时代被几次叫停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取消计件制、反对物质刺激的情况下，如何设计
出既能提高生产率，又能维持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收入分配方式，对工人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行
之有效的政策设计迟迟未能出台。政治动员与精神激励，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得企业在
日常生产工作方面很不得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劳动激励不足（加拉格尔，２０１０）。“大跃进”时期
大范围取消计件制，实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因其“吃大锅粥”的特点，而“较为普遍地出现了
劳动纪律松弛，工效下降的现象”①，最终导致１９６１年之后计件工资制的卷土重来（林盼，２０１９）。

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时人又观察到，“仅仅靠政治学习和周期性的充斥着政治口号的生产运动是最
安全的管理办法，但这样的办法作用有限”，工人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的情况普遍存在（华尔德，

１９９６），最终使得计件工资制在１９７８年之后得以恢复（魏众，王琼，２０１６）。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改革企业管理模式、注重精神激励的做法，在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也有实践。如古巴在政权建立之后，以切·格瓦拉为首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提倡生产资料全盘
集体化，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舍弃计件工资与物质激励，造就社会主义“新人”②。这些做法
在１９６３－１９７０年之间加以实施，初期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但很快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局
面。１９６８年前后，遵循格瓦拉主义形成的古巴经济政策，虽然使资本积累数量达到政权建立以来
的顶峰，但经济局面严重恶化，工业建设水平停滞不前。１９７０年之后，随着格瓦拉派的失势和亲苏
派的崛起，古巴企业的管理模式全面仿效苏联制度，专家治厂、科层制和物质激励成为主要特征，
“通过提高觉悟、实行精神鼓励和劳动动员，在一个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迅速造就‘新人’，

这种颇具吸引力的、唐吉诃德式的尝试，已经悄悄地停下来了。今天在古巴所谈论的，是经济刺
激、工资等级以及通过运用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和提高资本效能及劳动生产率来建立物质基础等问
题……一般的‘东欧’式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在这个岛国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Ｍｅｓａ－Ｌａｇｏ，１９７８）。
由中国和古巴的案例可以看到，不讲个人得失，注重在集体中的投入贡献，使劳动报酬与劳动

贡献全面脱节，难以长期保证对劳动者的充分激励。因此，通过计件工资制对劳动者进行物质激
励，以此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解决方式不在于否定经济刺激的作
用，而在于刺激制度的合理结构和直接的物质利益与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过程的所
有因素”（布鲁斯，１９８９）。

四、结　语

本文梳理了苏联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实践差异，发现苏联自政权建立之初，即
全面推行计件工资制，直至生产机械化与自动化之后，计件工人的比重才略有下降。与苏联相比，

新中国建立之后，工资给付形式几次发生重大变动，计件工资制在推广与叫停之间摇摆。在对既
有观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苏两国采取不同的工资制度和激励措施，是由于生产组织
中的劳动控制方式不同所导致。苏联出于巩固政权、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沿袭了资本主
义企业中通行的“泰罗制”等管理模式，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制，通过物质激励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
率；中国则力图建立与公有制性质相适应，体现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企业管理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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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严忠勤主编．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７７．
格瓦拉曾公开表示，南斯拉夫人“优先搞物质刺激”，应该“清除”这种做法。他认为：“走把物质利益当作促

进快速发展的杠杆这种毫不新奇道路的诱惑力非常之大……正确地选择动员群众的手段尤为重要。这种手段根
本上应该是精神方面的，同时不要忘记正确利用物质刺激，特别是社会性的物质刺激。我曾说过，在极端危险时
期，比较容易加强精神刺激的作用；为了保持精神刺激的有效性。必须培养一种形成新型价值观念的觉悟。”参见
（卡斯塔涅达，２０１２）．



于破坏工人内部的团结、影响企业生产管理的计件工资制进行批判，并采取政治教育的方式，形成
有别于苏联的生产激励特征。
苏联在实现了政权构建和所有制变革之后，未能在企业管理与生产激励制度上进行有效探

索。有学者指出，“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仅仅在某些细节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
生产组织有所区别，“从高产的资本主义结构中铲除某些‘赘疣’、改进工作条件、在工厂组织上加
上一个正式的‘工人管理’机构、以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代替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的结构”（布雷弗
曼，１９７８），这从泰罗制乃至之后的福特制在苏联企业中广泛推行的事例中可见一斑。对此情况，
苏联国内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质疑，认为“要建设一种新社会，就不
该把资本主义的方法奉若至宝……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生产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工人在车
间、企业管理和生产方法的决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参与和权威”，他们“希望在不进一步剥削工人
的情况下想出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反对将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没有理性的愚蠢的工具的极端劳动分
工”（弗里曼，２０２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工人将立即实

现自由。劳动组织如果带着“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那么生产就难以成为“自由
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芬伯格，２００５）①。但是，由于苏联在政权建立之后，对于生产关系、企
业管理和激励制度等方面的探索较为有限，使得所有制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劳动过程的
研究“被搁置了下来，没有人去探索过那条道路”，长期缺乏“对于工作的性质、工人阶级的构成（和
分化）、工人的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形式所造成的后果”的相关讨论（谢富胜，宋宪萍，

２０１１；贝尔，２００１）。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情况来看，借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实行较
大范围的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导致一旦出现经济波动甚至衰退的情况，工资无法实现预期中
的提升；或是工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产生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工人感知不到物质刺激，“多
劳无法多得”，容易转化为对企业组织乃至政府的不满，表现出的是显性的集体抗争与隐性的集体
怠工，这是苏联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停滞乃至下滑的重要原因。有学者指
出，在变革所有制形式之后，企业组织形态大量保留资本主义的管理特征，未能在生产领域继续进
行探索，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阿格尔，１９９１）。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则在进行所有制变革之后，试图在企业管理与生产组织形态方面进行设

计，建立起一套与公有制相符的管理模式。按照这一模式的设想，工人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还有管
理生产过程的权力，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壁垒分明的状况，破除办公室和工厂内部的精细分
工，反对劳动中的等级划分，通过对生产的资源配置，控制劳动过程，使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生产
力。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扁平化管理”实践，就是使成员能够积极参与组织决策和管理
工作，通过激发责任感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的方式对组织成员进
行精神激励，不能保持长期的激励效果。在落后生产力的状态下，劳动者无法摆脱将劳动作为一
种谋生手段的事实，社会主义整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劳动者的
生产投入仍需要在物质上体现出“多劳多得”的特征（陈健，郭冠清，２０２０）。在一个低度工业化基
础和高度工业化诉求的政权中，由于工人的普遍贫困、技术人员的匮乏、有效激励措施的不足，“委
托－代理”困境会显得更加突出，这是计件工资制几次遭到批判和废弃，又几次受到重视和实施的
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之后，构建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合作关系的管理制度，在高层的政治话语中被淡化

处理，这是由于变革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各种做法，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经济发展与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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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５：５９．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验也已证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起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
市场化的推进，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之下，企业管理层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不准休假、裁减员
工等手段，对工人进行控制。在此过程中，“建立在长期生活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共同生活经历和
生活机会基础上的工人阶级的团结，被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汪仕凯，２０１０）。工人面临企业管理层
的专制权力，难以获得相对应的博弈资本，边缘化的党组织和工会又无法成为工人的利益代表，导
致工人在劳动中遭受权益侵害。而以物质激励的方式对工人的劳动投入进行回报的做法，虽然对
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却恶化了“长期存在的对生产过程缺乏管理控制的问题”，使企业
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按结果付钱”（ｐａｙｍｅｎｔ　ｂ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将产量和利润指标与企业留利和职工奖
金挂钩（路风，２０００）。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管理能力严重下滑，对工人进行选拔和训练指
导的责任完全放弃，间接导致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准不进反退，对于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打
造一支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队伍十分不利（王星，２０１９）。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党中央在相关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包括“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资集体协商和企业薪酬调查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
定机制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强调要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充分体现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①。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深入探索，将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
色”企业治理新路，并为企业组织的理论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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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谢国雄．纯劳动：台湾劳动体制诸论［Ｍ］．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１９９７．
４８．游正林．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中的有关文献述评［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４）：

１６９－１８５．
４９．约耐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１９４４－１９６２［Ｍ］．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５．
５０．张丹．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的定性及其对苏联历史的影响［Ｊ］．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６（５）：２８－３４．
５１．张申．“鞍钢宪法”的管理思想：成因、机理与价值［Ｊ］．上海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５）：１１８－１２８．
５２．赵玉龄．苏联工资制度的演变及其新的改革［Ｊ］．苏联东欧问题，１９８７（５）：３１－３６．
５３．朱妍．产业政策的央地分歧———对改革初期上海华光拉链厂的案例分析［Ｊ］．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６）：

１７５－１８８．
５４．Ｂｕｒａｗｏｙ，Ｍ．＆Ｌｕｋàｃｓ　Ｊ．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５，５０（６）：７２３－７３７．
５５．Ｂｕｒａｗａｙ．Ｍ，Ｌｕｋａｃｓ　Ｊ．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ｎｔ　Ｐａｓｔ［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５６．Ｆｉｌｔｚｅｒ，Ｄｏｎａｌｄ　Ａ．Ｓｏｖｉｅ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ｉｎｉ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２８－１９４１［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１９８６．
５７．Ｋｅｉｓｔｅｒ，Ｌｉｓａ　Ａ．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ｉｅｃｅ－Ｒａｔ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３（５）：４５９－４７４．
５８．Ｍｅｓａ－Ｌａｇｏ，Ｃａｒｍｅｌｏ．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ｕｂａ［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１９６８．
５９．Ｍｅｓａ－Ｌａｇｏ，Ｃａｒｍｅｌｏ．Ｃｕｂ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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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６０．Ｍｏｏｒｅ，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Ｊｒ．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Ａ，ＵＳＳＲ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６１．Ｒｏｙ，Ｄｏｎａｌｄ　Ｆ．Ｗｏｒｋ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ｉｎ　Ｑｕｏｔ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ｉｅｃ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ｅｎｔｉｖ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５３，１８（５）：５０７－５１４．
６２．Ｓａｂｅｌ　Ｃ　Ｆ，Ｓｔａｒｋ　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ｈｏｐ－ｆｌｏｏｒ　Ｐｏｗｅｒ：Ｈｉｄｄｅ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ｖｉｅｔ－Ｉｍ－

ｐｏｓ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２，１１：４３９－４７５．
６３．Ｓｔｒａｕｓ，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Ｃ］．ｉｎ　Ｘｉａｏｂｏ　Ｌｕ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Ｐｅｒｒｙ，

Ｄａｎｗｅｉ：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７．

６４．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９，５
（２）：２３３－２７２．
６５．Ｗａｌ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ｗ　Ｇ．Ｗａｇ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ｂ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７，１０９：

２２－４１．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ｉｅｃｅｗｏｒｋ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ＩＮ　Ｐ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０８３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ｗｏｒｋ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Ｃｈｉｎａ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ｗｏｒｋ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ｖｉｅｗｓ，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Ｔａｙｌ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ｉｅｃｅｗｏｒｋ　ｗ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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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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